
当代中国研究的海外基地 

香港中文大学所属大学服务中心小记 

沈志华 

今年春天，我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所属大学服务中心（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的邀请，作为

访问学者在那里进行了两个半月的研究和收集资料工作。离港之际，我最大的感触是，倘若国内

的图书馆、档案馆和资料馆都能够办成如该中心一般，那 可真是中国学者的福音和幸事了。 

(一) 解开两个先入为主的谜团 

初到香港之时，我心中存在两个疑问：第一，望文生义，“服务中心”大概是负责来访学者衣食

住行的接待单位，具体研究工作自然另有部门承担；第二，听在港访问的大陆人说 ，该中心原是

美国中央情报局创办的，故来此做研究当格外小心，以免再招惹是非。 

后来，对于中心历史的逐渐了解，为我解开了这两个谜团。大学服务中心的确是美国人创办的，

但与 CIA 并无任何关系。相反，它的成立恰恰是抵触当时政府对华政策的结果。 50 年代在美国猖

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以及朝鲜战争在美国人心中留下的阴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

环境，很多对研究“红色中国”感兴趣的人因亲共或通共之嫌遭到联 邦调查局审查，致使美国学

者谈“共”色变，谈“华”色变。因此，学术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一直处于低潮。到 50 年代末，一

批有远见的美国学者决心冲破政府设置的种种樊篱，他们 认为，不能漠视新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的

存在而将其排斥于国际家庭之外，必须开创西方对中国研究的新局面。 

然而，在当时中美关系的状态下，要进入中国境内收集资料和开展研究，简直是痴人说梦，学者

们便决定在香港设立一个资料收集和研究的基地。经过多番努力，终于在得到私 人基金会的赞助

下，于 1963 年建立了这个大学服务中心。从英文 Universities 的复数状态可以看出，该中心的宗旨

是为各大学学者提供服务的。70 年代初，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 会成为该中心的管理和经营机构，

并依靠卡耐基、福特、米兰、鲁斯、全国人文等基金会的慷慨解囊，继续使中心担任着西方学者

研究中国问题的远东大本营的角色。 

70 年代末，中国的大门渐渐打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学者直接到中国进行实地

考察和收集资料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由此，中心申请资助遇到 困难，加上香港租

金日益上涨，迫使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 1988 年做出决定，将该中心迁至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并

于 1991 年正式移交中大。中心主任现为中大政治行政学系教 授（兼系主任）关信基博士，日常管

理工作由助理主任熊景明女士负责，大政方针则由一个包括香港及国际学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决

定。 

(二) 收藏丰富、使用方便的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库 

大学服务中心规模不大，但专业性很强。80 年代初，鉴于中心已不再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唯一

基地，当时的中心主任 John Dolfin 颇有远见地提出改变中心的工作重点，即集 中人力和财力收集

资料、文献。中心转入中大以后，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地方性资料的收集。至今，

位于田家炳楼 8-9 层的中心阅览室已经收藏了大量有关当代 中国的中英文图书、报刊和其他统计

资料。 

除了 50000 多册中文藏书，5000 多册英文藏书，2000 多种大陆期刊，80 种港台期刊，以及 80 多种

有关中国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之外，我以为，中心的过人之处在于其收藏完整 的地方报纸和地方



志，以及各种年鉴。其中中央和各省报纸总计约 400 余种，大多收藏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初的

创刊号。以广东省为例，便收藏有《南方日报》、《广州日报 》、《广东农民报》、《广东侨

报》、《湛江日报》、《韶关报》、《佛山报》、《深圳特区报》等凡 28 种。收集较全的地方报

纸还有上海 27 种，四川 10 种。此外，尚有全套 电子版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

军报》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以及装订完好的多种文革时期红卫兵小报，可谓“品

种齐全”。我在此进行研究时，能 够在几天之内搞清建国初期中苏经济交往的概况，即是查阅电

子版报纸的结果。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 840 种各行业年鉴和县级专业志（如粮食志，水利志，教育志等）、1500 种由

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和大量其他统计资料（如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等），既是 中心管理人员引

以为荣的资本，更是中心能够吸引各国学者的优势。由于发行渠道阻梗，这种出版物往往印数极

少，中心只能依靠自行建立的采购渠道才可辗转收集到这些珍贵 资料。例如，贵州省印江县花费

7 年功夫出版的县志，仅印制了 20 册，当中心托人询问该县时，只剩下 4 册了。幸而中心信息灵

通，并有私人渠道，才如愿以偿。这些看起来不 起眼的地方史料，其实颇具参考价值。我在访问

期间，临时接受了韩国国家电视台的采访。当电视编导提出了一个我未曾研究过的问题——朝鲜

人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背景 和中国军队中朝鲜籍战士的状况时，我临阵磨枪，立即想到利用

中心收藏的东北地方志和人口统计资料及有关报纸。结果，仅用几十分钟便解决了问题。真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类似的感受，同来的访问学者也时有谈起。 

实际上，更令读者满意的当属该中心的服务水准和待人之道。我在此没有见到“为人民服务”一

类的标语口号，但在日常接触中却深深体会到中心管理制度的目标取向和中心服务 人员的敬业精

神。凡来此查阅资料的研究人员，无需办理任何手续，也不用交纳任何费用，只是在入口处签个

名而已。至于国外学人，不仅不用办理专门申请，中心还可以帮助 他们办理签证、安排食宿、聘

请研究助理及解决其他问题。这里的所有书报期刊均是开架的，计算机和复印机的使用，以及上

网查询资料也完全是“自助餐”，极其方便。中心只 有 8 名职员，从采购到编目，从设备维护到

日常管理，工作安排紧凑，井然有序，其效率之高，可见一斑。这里的工作人员除粤语外，都会

讲英语和“国语”（尽管目前香港正在 推广普通话，但会讲者仍在少数），他们对任何来访者都

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我接触较多的露丝、芬妮和小谭，待人热情，服务周到，让人感觉他们

就是自己的研究助手。 更令我感动的是，身兼数职、工作繁忙的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竟答应以

其所长帮助来访学者去市场选购笔记本电脑。 

(三) 中国问题研究者聚集和交流的理想场所 

我在访问期间不仅收集到不少有用的资料，并写出数万字的研究成果，更结识了一批不同专业的

各国学者，掌握了许多相关学科的学术信息。这在访问者来说是意外收获，对于 中心，则是其刻

意营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学术交流氛围的必然结果。 

除了面对本校和本港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教师和研究生外，中心每年还要接待数十位港外学者，

平均每天有三十几位研究者同时在此工作。特别是近年来，中心每年还资助一批 大陆学有专长的

研究人员来此做访问学者。有人想到，如果把几十本来中心查询资料的学者登记簿整理出版，就

是一部世界各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者名录了。在 60-70 年代，西方 学者聚集在这个位于中国大门口

的研究基地，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大大增进了外界对中国的了解。据 80 年代初一份不完

全的统计，西方学者利用该中心资料进行研究 而出版的学术专著已逾 200 部，其中不乏业内人士



必读之作。此外，也有一些来此访问的学者后来成为各国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或外交官，如澳大

利亚首任驻华大使 Stephen Fitzgerald 和前任香港总督卫奕信（Wilson），都是曾经造访中心的学者。 

我即在访问期间结交了一批来自德、日、韩、美、英以及大陆和香港的学者。与参加国际会议进

行学术交流的效果不同，由于中心的精心安排，大家在此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认识 和交谈，而不仅

仅是礼节性的寒暄和互换名片。能够有此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心组织学者进行交流的两

个特别的传统项目——别开生面的午餐研讨会和“行山”漫谈。 

中心每星期举行一至两次午餐研讨会，由中心的客座研究人员或过路来访学者主讲，每次一个专

题，均为讲演者长期研究的心得体会。参加者 20-50 人不等，其中既有本校师生 ，也有在港的各

国学者。这种研讨形式颇有益处，专家们会聚一堂，各抒己见，切磋争论，固然各有所得，对此

专题感兴趣的业外学者参加讨论或旁听也受益匪浅。由于是利用 午餐时间开会，所以既不耽误自

己的研究，又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吸取别人长年研究的成果。我对中国粮食政策、农村教育问题、

社会团体的发展及其作用以及大陆学者的民主改 革思路等专门知识的了解，即得益于这些研讨会。

中心还经常在周末组织来访者到郊外爬山，这不仅是工作一周后放松身心的活动，也是学者之间

交流思想的好机会。漫谈之中 ，加深了各路“英雄豪杰”对彼此学科的了解和认识，由此引发的

灵感往往不亚于读书所得。 

由于北京有事，我不得不提前结束在中心的研究工作。临行话别时，熊景明女士引路登高，俯瞰

中大校园，谈到该中心的目标是要办成一所服务国内外学者的“当代国史馆”。就 这两个多月的

亲身体会来说，我相信这决非戏言，也衷心地祝福他们实现自己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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